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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不需要這樣的「政治」和「主權者決斷」

──「施米特熱」和國家主義

⊙ 徐 賁

 

米勒（Jan-Werner Muller）在討論施米特（Carl Schmitt）與二十世紀歐洲思想聯繫的《危

險的心靈》（A Dangerous Mind: Carl Schmitt in Post-War European Thought）中感

嘆，施米特研究測試的是二十世紀思想者的正直意識，因為這一研究必然要給他們帶來這樣

的問題：「施米特對我們有甚麼意義？」「（我們）為甚麼要談施米特？」1施米特在30年代

鼓吹法西斯和積極配合納粹極權的理論開拓，因而成為二十世紀最有政治和意識形態爭議的

人物之一。在飽受極權主義蹂躪的中國討論施米特，「為甚麼要施米特」更成為一個極為現

實而迫切的問題。

就像所有的「純學術」和「問題意識」研究之間都沒有絕然的界限一樣，在中國，「施米特

研究」的學術性和現實問題意識也必然交織在一起。施米特為甚麼值得研究？他思想的哪些

部分應當受到特別關注？這些都受研究者的現實問題意識所主導，不只是純粹學術的興趣所

致。施米特不只是「思想者」，而且更是特定歷史環境中的行為者，對於這樣一個極有爭議

的人物，如何在中國的語境中介紹他和討論他，就更不能避免問題意識的導向了。

在西方語境中，關於施米特在魏瑪、希特勒和二戰後這三個時期的主要爭議大致分別是：他

究竟是威權自由主義者還是共和國的蛀蟲？究竟是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批判者還是激進的反猶

主義者？究竟是受害的先知還是過時的老朽2？當今中國的施米特研究明顯地偏重魏瑪時期而

淡化希特勒時期，並對施米特在戰後拒絕悔過保持沉默，代之以強調他在戰後的「持續影

響」。這樣的「學術」處理，容易給人造成這樣一種印象，那就是，施米特在魏瑪時期的思

想可以與他以後的政治行為區別對待，施米特的政治思想也因此被解釋為一種在當下中國語

境中有利於「批判」自由主義和議會民主的工具。

但是，現實的問題是，與魏瑪時期的德國相比，中國真的有自由主義導致憲政崩潰的危險

嗎？中國真的有議會民主癱瘓主權者決斷的隱患嗎？施米特思想的主要因素包括旨在消滅政

治異己的敵友論、以自由主義和民主不能相容為藉口拒絕自由民主政治、主張強勢國家的主

權者決斷，以及全能（total）國家和同質的人民。在當今中國，從反自由主義、反議會民主

來引薦施米特的這些思想會起到怎樣的效果呢？是不是會起到幫助壓制自由、曲解民主、阻

礙憲政和助長專制的負作用呢？中國究竟需不需要施米特式的政治和主權者決斷？這些是施

米特介紹者們應當慎重考慮的。

一 消滅異己的「政治」



施米特的「政治」概念的前題是「敵人」。必須在有敵人的情況下，才會有政治。只有在敵

人是已知的情況下，政治才具有「真實」性。因此，在施米特那裏，政治的基礎是關於敵人

的知識，而且，只要有政治，就必然有關於敵人的知識。政治的意義和關於敵人的知識的意

義都是來自某種不容置疑的「啟示」，不是來自人的理論思辨或辯論的結果。對這一啟示意

義的全然而無條件的接受就是「信仰」。邁爾（Heinrich Meier）指出，施米特對政治描述

最接近「定義」的說法是，政治「存在於由戰爭真實可能性所決定的行為之中，存在於由這

種可能性所決定的關於自我環境的知識之中，存在於正確分辨敵友的任務之中」3。因此，

「政治描述一種行為，構成一種知識，並命名一種任務。……而在這三者中，知識佔據中心

的位置。」4在戰爭這種緊急狀態下採取決斷行為和正確分辨敵友都得依靠知識，前者是關於

敵意和敵意不可避免的知識，後者是關於誰是我們的敵人和我們自己是誰的知識。政治不僅

依靠知識，政治還增長知識。政治是關於我自己的存在本質的知識，只有我知道誰是我的敵

人，我才能知道我自己是誰。

施米特把人的存在的意義看作由人的生存敵對狀態所決定。這一信條是否合理呢？這並不是

施米特政治「理論」要提出和回答的問題，因為在施米特那裏，這是在一切政治理論存在之

前，就已經由神的啟示一勞永逸地作了權威回答的問題。這個問題只有「神學」和「形而

上」的意義，沒有哲學或社會學的必要。正如邁爾所指出：「如果誰想要就施米特政治概念

的預設前題說些甚麼，他就不能對信仰和啟示保持沉默。如果誰不把施米特的政治概念當作

他的政治神學的一部分來把握，誰就根本無法把握他的政治概念。」5

施米特提出的是一種政治神學，不是普遍意義上的政治哲學。政治神學能否站得住腳，全在

於對啟示的信仰。政治神學預先設定了啟示的真理，這是一種信仰的真理。所謂信仰的真

理，也就是無須經由理性辯詰便確實無疑的真理。邁爾就此寫道：「信仰終結了不確定，對

於信仰來說，確定性的根源，真理的起源是唯一具有決斷性的。啟示可以為免除人類自行仲

裁提供堅實的保障。和人類的愚昧相比，人類的自行仲裁是次要的。」6因為普通人類的愚

昧，無法企達有確定性的判斷，所以決斷必須由啟示來實現。

在施米特那裏，信仰者不能不從一開始就把「非信仰者」視為敵人，只有在對抗非信仰時，

政治神學才能維護它自己最恰當的本質。「非信仰」並不等於「錯誤的信仰」，強烈的非信

仰會對信仰本身提出強烈的質疑。因此，在政治神學看來，非信仰本身就是一種錯誤信仰。

邁爾指出：「對政治神學極為重要的就是堅持（質疑政治神學的）非信仰是一種錯誤信仰，

並把它當作『存在的』敵人來加以抵抗。……在信仰和錯誤信仰之間沒有『中立』地帶：朋

友和敵人是在（是否確信）啟示的真理上區分出來的。誰不承認這真理，誰就是在說謊；誰

要是懷疑這真理，誰就是在追隨敵人。」敵友論的「決斷」正是建立在這樣一種黑白、邪正

的徹底對立之上的：「政治神學所堅持的那種真理權力是牢牢抓緊一切的權力，是滲透到一

切之中的權力，（它之所以為真理權力，）正是因為它迫使我們做出決斷，正是因為它硬生

生地把誰也不能逃避的非此即彼放到我們面前。」7

「敵友區分」不僅在神學對啟示信仰的解釋中獲得正當性，而且也一定會因這種信仰而要求

實際執行。施米特在政治神學中堅持的正是一種合為一體的「教義」和「執行」，因此它才

不只是一種神學，而且是一種「政治」的神學8：

就其教義而言，（施米特的政治神學）只是把啟示的真理「運用」到政治中去。不只是



「利用」這種真理來理解政治，而且是把這種啟示本身就當作政治。就其執行而言，

（施米特的政治神學）把自己當作一種檢驗和判斷的歷史行為，一種知道如何區分敵友

的歷史行為。

「啟示」的政治是排除政治思考的任何理性基礎，啟示可以使一切無法辯護的成見和歧視雖

不合理，但卻合法。啟示的政治說到底是反憲政的政治9。

在施米特那裏，政治和神學是不可分割的，「和二十世紀任何別的政治神學家不同的是，施

米特把啟示和政治放在一起，並盡其所能將它們合二為一」10。施米特的政治神學使得「政

治」可以被還原為「一種任何地點、任何時間的三元關係。兩個人聯合起來反對同一個敵人

便足以形成政治關係。不管三人是處在自然的、法律的或超自然的關係中，也不管三個人是

否都在場，只要有三個人便足以形成政治」11。施米特著名的「強度」（凝聚）觀也是一

樣，施米特把敵友區分當作「最極端強度的凝聚和分裂，聯合和決裂」。在政治上區分敵

友，這和對神的服從或不服從，有信仰或無信仰的區別是同一性質的。和神的敵人作戰成為

「最高意義上」的政治鬥爭，政治成為一種殊死鬥爭的事業，「進入一種非生即死的『維繫

或分裂』，因此既是在實現信仰的允諾，也是在完成偉大的政治」12。

在中國政治中不乏類似於施米特政治神學的意識形態神學和政治宗教。毛澤東就曾享有不可

質疑的神聖權威，他的革命觀就是一種最極端強度的凝聚或敵對。他說過：「誰是我們的敵

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基

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13革命勝利的出路全在於徹底

消滅一切「非朋友」的敵人。毛澤東在1925年提出這個說法時，這個敵友區分還是建立在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之上的，當時的毛也還只是一個革命

家。但當這個說法出現在「毛語錄」中的時候，毛已經成為至尊之神，「敵友」已成為由毛

一人意志決斷的區分，可以與「經濟地位」或者甚至「對革命的態度」毫無關係。施米特不

是說過，「你告訴我你的敵人是誰，我就告訴你你是誰」嗎？毛澤東說得比他同樣精練，同

樣直接：「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14敵我區

分的最終權威來自於如神一般至高無上的偉大領袖。對他的任何懷疑都被視為是一種敵對的

反信仰。

從一開始，施米特就把「敵人」看成是一個整體，一個「必須以同樣的整體性來對抗的戰鬥

整體」，敵人不是指敵對的個人，而是一個集體存在，敵人是一種對立的生存狀態。誰要是

出生在敵人的群體中，那麼即使他個人沒有敵意，沒有敵對行為，他仍然是那個集體敵人中

的一員（這和文革中劃成分所定的「階級敵人」是同一性質的敵人）。以敵友區分為基礎的

政治區分是一種「權威的群合」，政治的目的就是建立威權15。政治就是「打破人思想、行

為獨立領域的和平共處，停止人的生活領域區分」，政治「必須涵蓋人生的每一個領域。政

治必須要有宰制一切的能力」。政治是絕對的，絕對不能被「自由主義『文化哲學』的相對

論所化解」16。

施米特的信徒常常暗示，施米特提出的敵友對立指的是國際間的對立。但實際情況是，施米

特在1932年的《政治的概念》（Der Bergriff des Politischen）修訂本中明確表明，國內

的「宗教、階級和別的人群劃分」和國際鬥爭同等重要17。這一觀點在1933年版本中更為明

確：無論國際還是國內，只要有兩群人聯合起來反對同一個敵人就是政治。在國際或在國



內，政治都是一種完全、徹底、激烈的存在關係，都是最強烈形式的束縛或分離18。政治必

須有絕對的權威，必須滲透到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個人必須絕對服從集體。施米特寫道19：

政治整體是無所不在的，必須是一個權威的整體，全能而有主權。政治整體必須「全

能」（total）首先是因為每種社會問題都可能是政治性的，因此可能受政治決斷所影

響。其次，人完全地、存在性地被政治參與所佔據。政治就是命運。……政治束縛的法

理依據就是，政治對人的控制是完完全全的。一個群體的政治性標誌就是實行宣誓，宣

誓就是一個人保證完完全全地服從。

這種完全服從的威權組織形式，按施米特的說法，可以適用於各種政治性的組織形式，「組

織成政治整體的群體、內戰中的政黨、派別或者游擊隊組織」，愈是在「緊急」時刻，全能

政治的特性也就顯現得愈清楚20。

施米特所說的政治幾乎具有我們所熟悉的所有文革政治特徵。文革政治以敵友鬥爭（「階級

鬥爭一抓就靈」）為神聖原則，它是一種最激烈的束縛或分離形式（你死我活、暴力恐

怖），它是游移無定的、變幻無常的「合二攻一」（任何人都可以是今日堂上官，明日階下

囚），它是一種「緊急狀態」下的全能政治（激烈的運動），它是對包括人的心靈在內的一

切生活領域的宰制（「鬥私批修一念間」），它「完完全全」佔據人的生存意識（一切可以

「上綱上線」政治化），它是一種絕對的威權統治（神化的毛和對他的個人崇拜），人民必

須毫無疑問地接受啟示的權威真理（「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一句頂一萬

句」），它以儀式化的效忠來宣誓絕對的一致（忠字舞、語錄歌、大小批鬥會、不斷的表態

效忠）。文革政治與極權政治宗教間的聯繫和施米特政治概念與他的政治神學間的聯繫，這

二者間有這麼多的「似曾相識」，大概並不是純粹出於偶然吧。

二 為專制極權張目的「主權者決斷」和「例外狀態」

20年代的施米特以憲法法理學者著稱，但是，正如米勒所說，施米特對我們這個時代讀者真

正有吸引力的是他的政治思想，而不是他的法學思想，「施米特的法學思想雖然頗有影響，

但事實上卻常常是光憑印象，不合邏輯。這不是說施米特的法學工具箱裏沒有一些重要的工

具。……不過，當今人們感興趣的卻是施米特的政治理論和他自己所從事的政治，當然也包

括他把法律變成政治的能力。」21今天施米特法學思想中最令人感興趣，也是最有爭議的就

是那個凌駕於憲法之上的「國家主權者」。一次大戰對施米特形成「國家」和「主權者」概

念有重大的影響。當時德國剛剛戰敗，新生的魏瑪共和國遭到各種分裂力量的威脅，施米特

尋找的是保全國家統一的理論方案，他認為，「一切關於國家的現代理論概念都是世俗化的

神學概念」22。

施米特政治神學最強調的就是那個至高無上的全能立法者（omnipotent lawgiver），這樣的

立法者在十七和十八世紀尚可以在君王政治的個人統治中找到世俗的替代，但到了十九世紀

則完全被自由主義政治的民主合法性理念所否定。自由民主憲政制度權力分散，相互制衡，

以法律主權者代替個人主權者，也就是以法治代替人治。施米特在二戰前儘管不反對現代憲

政，但他堅持「將個人因素重新納入主權者，並使主權者（的權力）不再分割」23。從最好

的動機來看，施米特是想用引入人治來維護現代憲政國家，但是這也無疑為人治利用現代憲

政形式施行各種專制（威權和極權）打開了綠燈。二戰前的施米特當然不可能預見到二十世



紀後來的專制式「憲政」（所謂「威權憲政」）會是一種多麼可怕的政治制度，但是在經歷

了文革的中國，人們在重讀施米特的「保衛憲政」主張時就不能不聞到陣陣暴力極權的血

腥。歷史不允許我們輕輕鬆鬆，像甚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一樣重返施米特的20年代24。

20年代的施米特面對的是魏瑪共和國脆弱的自由民主憲政。施米特提出，國家的職責就是維

護秩序和安定，只有國家完整，國家才能盡到這一職責。施米特關注的不是國家的常態，而

是國家的危機時刻。在他看來，國家存在的本質是在危機時刻才顯現出來的，國家的危機時

刻也就是憲政的「例外」狀態。施米特認為，新康德主義者凱爾森（Hans Kelsen）所提出的

自由主義方案（設計一套能杜絕出現「例外」情況的法治制度）是不可能實現的。他對此質

疑道，法律能不靠人自行執行嗎？他提出，法律制度既不可能預見，也不可能定出方案處理

現實中一切可能發生的例外情況，而「主權者」正是針對例外情況才特別顯示出他至上權威

的重要。主權者的權威不僅存在於正常情況下的法治秩序之中，而且也超越這一秩序。按照

施米特的說法，「主權者是決定甚麼時候出現例外情況」，並終止正常法治秩序的人25。主

權者同樣也是決斷甚麼時候正常法治已經可以恢復的人。因此，主權者顧名思義就是一個不

可能時時刻刻都受現有法律約束的人。

施米特是在《政治神學》（Politische Theologie）一書中集中地提出上述「主權者」想法

的。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施瓦布（George Schwab）是這部著作的英譯者，也是特別能以同情心

去理解施米特的學者之一。他認為，施米特針對魏瑪憲法第四十八條（「緊急法條款」）提

出擴大民國總統的主權者權力，是為了「防禦納粹和共產黨的威脅」，防禦來自右翼和左翼

的魏瑪憲政的敵人26。施瓦布指出，施米特於1932年和1933年修改《政治的概念》，把國內

敵人的重要性與國際敵人並列，也是出於對納粹和共產黨威脅的關注。

施瓦布為施米特辯護的邏輯是，納粹和共產黨都是專制組織，都是否定一般憲法「神聖原

則」（個人權利、平等、公平程序等等）的政黨。在這種情況下，施米特提出了「專制國家

比專制政黨好」，「不要溫和的專制反而會導致絕對的專制」，是有道理的27。施米特堅持

要求擴大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總統行使禁黨的主權者權力，乃是為了防止納粹和

共產黨利用並最終破壞魏瑪憲政的不二之途。

施瓦布從理解施米特的立場把施米特的主張看成是為挽救魏瑪憲政所下的「猛藥」，「施米

特拒絕了當時法學家的普遍看法，他堅持，剝奪某些政黨競爭權力的權利並不違背自由主義

的精神」28。施瓦布把施米特理解成一個激進的，或者甚至是威權主義的自由主義者，與施

米特一以貫之的反自由主義立場顯然是有出入的。但施瓦布的解釋卻從一個非常獨特的角度

讓我們看到了施米特的「主權者」概念完全不適合中國國情。

在今天的中國，有人期待施米特的政治理論能派上兩個用處，一是批判自由主義，二是加強

國家主權者權威。這兩種想法的前提都是，施米特的理論與當今中國現實頗有相關性。這個

前提其實是一種完全虛構的神話。即使是從「充分理解」施米特在20年代捍衛魏瑪憲政的苦

衷出發，他的苦衷也完全不切合當今中國的實情。施米特提倡威權憲政，針對的是那些「反

對憲政的政黨」。正如施瓦布所說，像納粹和共產黨這樣的政黨的基本理念與憲法的自由民

主精神格格不入，但它們卻可以通過這樣一些方式利用憲法來毀掉憲法。第一，它們可以在

民國議會投不信任票癱瘓政府（第五十四條）。第二，如果它們擁有一般的多數席位，它們

就可以行使任何一般法規（第六十八條）。第三，如果它們擁有足夠的多數席位，它們就可

以對憲法作根本的修正（第七十六條）。第四，也是最壞的情況，一旦它們掌握了權力，它



們就可以從此關閉法治的大門，再不允許其他政黨與它們競爭權利。

施米特當年要求禁止的那種政黨，恰恰正是當今在中國執掌權力的政黨。20年代德國最壞的

可能情況已經在中國發生，政黨自由競爭的大門已經關閉，反憲政的執政黨已經穩穩地控制

了國家。今天在中國重提施米特20年代旨在防止反憲政政黨得逞的威權主義，又能有甚麼相

關性呢？施米特用德國憲政的失敗來攻擊自由主義，指責自由主義的「中立國家」為納粹上

台開啟了大門。在中國，極權政治大門是由自由主義憲政所打開的嗎？在中國從來就沒有實

施過像魏瑪共和國那樣的憲政，為甚麼不能在自由主義之外探討一下形成極權的原因呢？如

果硬要借談施米特，凸現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危險，那不是驢唇不對馬嘴嗎？

施米特所說的那種在緊急、例外情況下行使「決斷」的「國家主權者」同樣不適用於當今中

國的情況。正如施瓦布所解釋的那樣，所謂「例外」是指「正常正當法治秩序」（the

normally valid legal order）的憲政的例外29。施瓦布借用施米特自己在《依法性和合法

性》（Legalitat und Legitimitat）一書中的說法指出，施米特認為，凡是具有「正當法

治」意義的憲法都必須包括一些絕對不容侵犯的「神聖原則」，「包括自由主義、私有財

產、宗教寬容等等」。施米特反對以「價值中立」和「就法論法」（legalistic）的方式解

釋憲法。施米特承認，在那些民主傳統已經成為全社會遊戲規則的國家裏（如英國），用

「價值中立」和「就法論法」解釋憲法是可以的。但是，在魏瑪時期的德國絕對不能就這樣

解釋憲法，這是因為德國有英國所沒有的激進運動政黨，即「革命黨」。施米特堅持認為，

由於德國社會中有活躍的右翼和左翼革命黨，堅持價值中立地解釋憲法，不對這些政黨作出

禁止的決斷，無疑是憲法的自我毀滅，這種政黨一旦取得政權「就會毫不猶豫地運用主權者

權力把黨變成國家」30。

施瓦布顯然是在自由民主、憲政法治這個自由主義的框架中對施米特作善意解釋的。施米特

的憲政理論對戰後德國重建民主法治的憲政「有用」，也是以這種善意解釋為依據的。只有

那些保證貫徹正當法治憲法原則的政黨才有資格享受憲法保障的權利，否則憲法有權規定將

之取締。戰後德國憲法（基本法）不允許納粹黨在新憲法框架下死灰復燃，運用的就是施米

特的這一憲法主張。施米特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納粹崛起之前主張擴大興登堡總統的主權

者權力，以挽救當時的魏瑪共和國國家，如果說有積極意義的話，那是就可能預防左、右革

命黨破壞憲政而言的。施米特所說的主權者是指像興登堡這樣的民選總統，國家元首是代表

國家的人，他的最高責任是「維持（國家）穩定和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31。按照施米

特的說法，主權者在普通的情況下並不破壞正常的法治秩序，也不侵犯人民的私生活領

域32。這樣的主權者在平時並不見得有甚麼作用，但在「緊急」或「例外」情況下作用就特

別重大，因為只有他才有權力決斷國家是否進入「例外」狀態，是否須要中止正常狀態中的

憲法，而且在危機過去之後，決斷恢復正常憲政狀態。

施米特所說的「主權者」問題在中國根本是子虛烏有。中國既沒有一個像興登堡那樣的「民

選總統」，也沒有實行像魏瑪共和國那樣的自由民主憲政。有憲法不等於有了「正常法治秩

序」，更不等於有了對憲法權利神聖原則的實際尊重。缺少了這兩個前提，還有甚麼關於

「憲法例外」的「主權者決斷」可言呢？如果施米特的主權者決斷說在中國的「憲政」狀況

下可以成立的話，那麼當年蔣委員長決意「剿共」就應當算作是一種合理合法的主權者決

斷。事實證明，蔣當年要將之排除出中國憲政的那個黨確確實實就是一個不承認憲法神聖原

則的激進革命黨，一個曾經被施米特本人視為「憲政之敵」的政黨。



中國現今的憲政是一種由「憲政之敵」規定的憲政。憲法的宗旨與執政黨的黨章幾無區別。

全能的政黨和全能的國家合為一體。中國的所謂「憲政」從來不缺乏施米特意欲引入魏瑪憲

政的「人治」因素，也從來不缺乏隨時能凌駕於憲法之上的主權決斷者。中國的「主權者」

在普通的情況下，都可以隨意不遵守「正常」的法治秩序，可以隨意侵犯人民的私人生活領

域。即使是這樣的憲政也無法正常貫徹。1949年後的中國不斷出現主權者中止憲法的「正常

執行」，進入「例外」（「搞運動」）狀態的情形，但卻從來未見主權者宣布「例外」時期

結束、恢復正常憲政、允許所有政黨公平競爭的情況。中國不能正常執行憲法的「例外」時

期延續了大半個世紀，從來沒有間斷過。在全世界範圍內，比這更長的「例外」時期恐怕難

以找到了。既然中國的主權者一直在行使他的超憲法權威，還有甚麼必要擔心他沒有足夠的

權限，顧慮他不能有所「決斷」？

三 「施米特熱」和國家主義

施米特把法治的自由民主制度看成是現代性給人類社會帶來的最大禍害。他的政治理論因此

試圖以一種靜止的、實質性的和威權的國家來遏制這一禍害。他最大的理論抱負就是要把具

有本質意義的「政治」與僅為「政治運作形式」的法治割離開來。在他看來，只有實質性的

威權「國家」和敵友本質意義的「政治」才具有「合法性」（legitimacy）。與此相比，自

由民主的法治國家和多元共存政治所具有的只不過是形式的法律性或「依法性」

（legality）。一直到死，施米特都沒有改變他的基本想法。

施米特的政治思想是在具體的歷史和社會環境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其中對他影響最重大的

可以說是德國政治學家亨尼斯（Wilhelm Hennis）所說的「德國式國家觀問題」33。在德

國，一次大戰後，不僅是保守主義者，而且是許多自由主義者，都期待出現一個強大的、能

夠支配社會並對社會有決定性影響的國家。這樣的國家有它自己的存在理性，不受社會中局

部利益集團的左右。在德國，這種國家理想可以追溯到黑格爾（George W. Hegel）對國家和

社會的區分，並把國家確立為群體精神的最高體現者。德國的政治和法律學者往往為國家設

想某種抽象的本質基礎，例如文化、文明、精神、人民。在這個基礎上，國家是一個實質性

的存在，國家不只是國家所起到的作用或行使的功能，國家更不是為公民社會辦事的代理

人。

施米特對魏瑪共和國及其議會民主的批評都是從它們不符合這樣一種國家觀出發的。他一直

期待的就是用實質性的國家來取代功能性的法治議會民主，以形成德國真正的「政治統一」

和政治統一體。在近代德國歷史中，只有納粹政權曾一度實現過他的期待，一個有實質性種

族基礎的、有充分主權者權威的元首國家在「第三帝國」殘暴的殺戮和極權統治中成為一個

血腥的現實。

施米特所擁抱的那種國家主義在中國有著非常適宜的土壤。遠的不說，從1949年以來，大國

家、小社會，乃至文革中那種有國家、無社會的狀態就一直是中國的國家制度現實。中國制

度中的三位一體（黨、軍、國家）和第幾代「核心」誰說了算的傳統一直維持著一個主權者

明確、主權者威權至高無上的專制強勢國家。而且，這個國家的自我身份定位是在一系列的

國內和國際的敵我區分中形成的：國／共、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反帝反修、階級鬥爭等

等。在這個國家中，人民是同質的，永遠與「人民的敵人」處在一種集體的對抗之中。「敵

友區分」是政治的意義之源，政治成為一種滲透到生活每個領域中的「本質的生存」活動。

託這種「生存政治」之福，國家主權者可以全能地代表全體人民，體現他們的意志，並名正



言順地強迫他們接受一種與自由和公民權利不沾邊的「真正民主」。這個國家的存在現實似

乎已經正確而完整地實現了施米特的政治理想。

然而，自80年代起，情況漸漸起了變化，中國社會中不斷出現一些可能削弱絕對強勢國家的

趨勢，各種「敵情意識」（國內的階級鬥爭和國際的反帝反修）迅速衰減，文化和藝術提出

了「非政治化」的要求，而且還居然「熱」了起來。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收不到

動員全體人民的效果，經濟和大眾文化的發展使社會中出現了「政治」所無法直接宰制的

「獨立領域」。更糟糕的是，社會中居然還出現了自由民主的要求，甚至連大社會、小國家

的要求都有人明確地當作一個「學術」問題提了出來。80年代中國日益明顯的國家和社會關

係危機終於爆發為1989年的風潮。

1989年春夏的事件（下稱「事件」）以人民流血結束，強勢國家再一次以它所壟斷的暴力宣

示了它的主權者權威和決斷能力。但是，當「人民政府」命令「人民軍隊」向人民開槍的時

候，國家主權者必然代表人民就已成為騙人的鬼話。這個強勢國家的權威基礎受到了空前的

動搖，它那基於「同質人民」的合法性神話也隨之破滅。「事件」以後，在中國，對國家合

法性大致有這樣三種頗為分歧的理解。第一種是依法等於合法（請注意，這是施米特本人所

反對的）。一切法律條文，哪怕是無正當程序的應急法律條文，都是合法的。只要按條文辦

事，就有合法性。以這種合法性觀點看，「事件」並沒有動搖中國統治者的合法性。第二種

看法是，法律條文的合法性必須來自符合普遍道義原則的更高法。「事件」因侵犯了「人

權」這一更高法而削弱了權力國家的合法性。第三種看法是，法律條文的合法性來源於相對

的「文化傳統」而不是普遍的更高法。由於中國政治文化傳統（或者「亞洲價值」）有別於

西方的自由民主，所以對「事件」的那種「符合中國國情」的決斷處理無損於主權決斷者的

合法性。

最後一種對合法性的理解包含的正是施米特的「本質國家」概念。國家不只是一種功能，國

家的作用並不只是平衡權力或主持社會正義，國家的存在不是為了中立地調和不同利益集團

關係。國家必須是「實質性的存在」。1989年以後，「實質性」國家權威在民族主義和民族

文化主義中獲得了空前強烈的表述。「施米特熱」為民族主義和專制制度結成不神聖同盟提

供了一種可能的「政治」理論支持。

專制統治需要用民族主義來充填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空缺，為其統治合法性基礎營造某種

「實質群體」概念。以前的「革命人民」被更換為「中國人民」。施米特的實質人民概念與

此一拍即合。不僅如此，與「實質人民」相聯繫的「政治」概念（「人民」是政治的同質整

體）正可以用來重新確立敵我區分，鞏固作為決斷主權者的絕對權威。以前的「社／資」、

「國／共」和「階級鬥爭」敵對形式被一些新的敵對形式所代替。現在的真實敵人可以是政

治的敵人、意識形態的敵人、文化的敵人，還可以是自由主義、自由民主、普世性人權等

等。主權者的「例外狀態」決斷更是誓言不與後一類「敵人」分享生存世界，因此愈來愈嚴

厲地控制新聞和輿論、查禁網絡和刊物、禁止集會抗議和組織獨立工會或農會。

「施米特熱」順應了1989年後中國專制統治合法性的新政治需要。「施米特熱」成為繼反西

方、反自由主義的「後學」之後出現的新一波「批判理論」。「施米特熱」與「後學」有相

似的批判性，矛頭都對準了自由主義、自由民主、現代性、全球化、普遍價值和人權，切入

點都是反普世主義。不同的是，「施米特熱」的中國知音所動用的理論資源背負著沉重的法

西斯包袱。熱衷施米特者知道這個包袱有多麼沉重，多麼醜惡，所以「施米特熱」的一個重

要特徵就是盡量淡化這一包袱，甚至不惜為之付出歷史真實的代價。



中國式的施米特熱衷者往往迴避或淡化施米特在30年代初的政治活動，尤其是他鼓吹法西斯

和積極與納粹極權合作。迴避施米特的這段經歷有兩個原因。第一，談施米特和法西斯的關

係必然會觸及到法西斯和極權主義統治的一些基本特徵，這就會引起人們對中國政治現實的

種種聯想，會有「政治不正確」之嫌。第二，這樣的研究結果還有損於施米特本人的「形

象」，使人們對他學術的道德判斷力產生懷疑。迴避和淡化施米特與法西斯和納粹極權有兩

種手法，一種是強調他魏瑪時期和1933年以後的絕然「斷裂」，只論前一段，不論後一段；

另一種是乾脆說他「納粹上台前，一直對納粹黨極為反感」，後來只是「為了保護自由、政

治言論（才）明顯日漸納粹意識形態化」34。唯有經過這樣的「去法西斯」處理，施米特才

能有一張正直睿智的「中立」學者面孔。

但是，這與歷史真實的施米特並不相符。這裏舉一個例子。施米特在納粹未上台之前發表的

〈資產階級的法治國家〉（"Der bürgerliche Rechtsstaat"[1928]）和《法西斯國家的本

質和發展》（Wesen und Werden des Fascistischen Staates [1929]）中，早就幾乎是逐

一地從法西斯國家的種種政治優越性去揭露和攻擊自由民主國家的政治弊端和欺騙性的。研

究施米特不只是要知道他如何批評自由民主（自由主義者其實也批評現有的自由民主），而

且還須要知道他倡導用甚麼制度來代替自由民主。施米特倡導的是用法西斯制度來代替自由

民主，他把「對個人無法管束」認定為法治國家的「根本原則」。施米特認為，法學上的自

由主義的一切重要主張都是從一些與個人權利有關的原則出發的，如必須尊重個人的基本權

利，權力必須分散並相互制衡等等。施米特對此揭露道：「（這些主張的）後果是，個人不

受限制，而權威則受到限制，國家能做的也同樣受到限制。到處全是監視國家的團體，享受

法律的保護。」自由民主制度把民主只是當作一種互相平衡的組織形式（如「立法」和「行

政」），但卻根本不能為民主作出決斷，這種民主所維持的平衡「只符合個人自由的利益，

不符合政治統一的利益」35。

施米特為挽救民主開出的急救藥方就是全面、徹底體現國家集中意志的大民主。施米特說，

這種新民主要以民主的，而不是自由主義的方式奠立人民主權，也就是「主權者的決斷不能

通過個人的匿名投票，而是要通過人民公開表決」。施米特反對公民以個人身份進行匿名投

票，認為這種投票方式與人民公開表態之間存在著一道不民主和民主的分水嶺，「資產階級

個人匿名投票的民主是沒有demos，沒有人民的民主」。

施米特堅持的是一種政治上完全統一和同質的「人民民主」。這種人民民主有三個標準：

「公開」、「歡呼」和「同質」。施米特所說的「人民」不是一個由個體公民組成的群體，

而是在公共場所可以清楚見到的「集會的人民」，那種在廣場上接受檢閱、同聲歡呼的人

群。施米特堅持認為，沒有這種公開性，「就沒有人民」。人民表示同意應當採取鼓掌歡呼

的方式，只有這種方式才能表達人民的意志，才能不被「自由主義伎倆」所操縱、馴化或歪

曲。民主還必須萬眾一心，因為在民主中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完全相合認同，所以必須是同一

實質的人群，具有同一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目標追求或者民族來源36。讀施米特對法西

斯民主的讚揚，我們恍如時空倒轉，重新回到了文革「革命群眾大民主」的時代。

文革後在中國對極權專制的反思曾一度涉及民主法制、公民權利、憲政和黨治關係等問題，

但是在這些問題上的思想解放剛剛有所進展，就遭到以「反擊資產階級自由化」為名的限制

和壓制。歷經了1989年的挫折，90年代出現的政治和社會反思著眼於社會本身的自我建設，

討論與公民社會、自由市場和分配正義、憲政共和和自由民主、公共領域和公共知識份子等

有關的問題。這些討論再次被貼上「自由主義」的標籤。就在這個時候，「施米特熱」以分



割自由和民主、批判議會憲政和自由民主的普世性，以及崇尚生存敵我區分和凌駕於法律之

上的主權者政治決斷的主張，加入了批判自由主義的行列。

自由主義和自由民主的政治理論或實踐並不是永恆的真理。二百多年以來，不同政治立場的

人們，包括各種色彩的自由主義者自己，一直沒有停止過對自由主義的思考和批判。但是也

有一些人，他們像施米特那樣把自己定位為自由主義的敵人。他們確實能洞察自由民主的缺

陷，但他們尋找這些缺陷並非為了完善自由民主，而是為了將自由民主從歷史中掃除出去。

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他們不惜投向任何極端的專制思想和極權制度。施米特本人曾為此犯下

極大的政治行為罪過，在經歷過文革的中國，如果連這個教訓都不能記取，那麼研究施米特

還有甚麼現實意義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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